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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前后大学生道德观比较

王瑞乐 1，杨琪 2，黄宝珍 3

摘要 道德基础理论认为，人类至少进化出了 5种道德基础：公正、关爱、忠诚、权威和圣洁。

人们对各道德基础的看重程度不同，表现出不同的道德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背景下，

本研究采用道德基础问卷，分别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2017年 11月 26日—12月 7日）、暴

发期间（2020年 2月 29日—4月 30日）和暴发后（2020年 7月 14—16日）多次收集中国大学生

的道德观数据，旨在考察疫情前后大学生道德观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疫情暴发期间，大

学生对个体性（公正和关爱）和群体性道德基础（忠诚、权威和圣洁）的看重程度均显著高于

疫情暴发前；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大学生对个体性和群体性道德基础的总体看重程度并未

立即出现明显回落或进一步上升。研究结果说明，与2017年相比，大学生的道德重视程度在

疫情发生后有明显上升，其背后的原因需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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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心理与道德行为体现在人类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从古到今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

一。近 20年来，随着学科渗透的深入，Haidt[1]提出

了道德基础理论（moral foundation theory，MFT），成

为道德心理学中被广泛关注的理论体系。该理论

综合了伦理学、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神经科学

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认为道德基础是来源于进

化的先天性反应机制（先天论），经由文化塑造形成

多样化的道德系统（文化习得论），道德判断基于个

体对道德基础的快速自动化直觉反应而形成（直觉

论），人类的道德基础是多元的（多元论）。依据上

述4大假设，该理论提出了关爱、公正等2个个体性

（individualizing）道德基础（之后又增补了自由道德

基础）和忠诚、权威、圣洁等 3个群体性/联结性

（binding）道德基础。道德价值观（moral values，简
称“道德观”）是个体价值观的重要方面，指的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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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美德在个体心中的价值，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个体的道德认知、道德情绪、道德判断、道德决策等

道德心理过程及其道德行为。

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价值观表

现出个人主义上升、集体主义下降的趋势[2]。有研

究者梳理了已有研究中中国人自我报告的价值观，

结果发现，谦虚、服从、自控等许多传统集体主义价

值观表现出下降趋势，而自由、竞争等个人主义价

值观则表现出上升趋势[3]。对 Google 中文电子书

的研究发现，体现个人主义价值的词语（选择、竞

争、获得、私家、自主、创新、公平等）在上升，而体现

集体主义价值的词语（付出、公家、帮助、牺牲、刻

苦、服从等）在下降[4]。还有调查发现，在中国人眼

中，物质主义、个体主义、自由、平等、开放等价值的

重要性在日益上升，集体、忠义、内敛、中庸等价值

的重要性在降低[5]。但并非所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都在衰落，责任、义务、亲情、爱国等价值观在过去

几十年中依然稳定，甚至有所上升[4-5]。

重大社会事件会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明显的

影响，是研究价值观变迁趋势的特殊时期。众多研

究发现，流行病会导致人们更支持集体主义价值

观[6]。例如，高流行病压力地区的人更遵循集体主

义价值取向[7]；通过实验启动疾病威胁后，个体会更

支持集体主义取向的社会策略[8]；对病菌相关线索

的厌恶敏感性高的个体，更支持集体主义价值观[9]。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并迅速蔓延

（图 1）。在这一社会事件下，人们的社会认知、情

绪情感和社会行为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史慧玥

等[10]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民众对于集体性词汇

“我们”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疫情发生前，而个体性

词汇“我”较之前没有显著变化，表现出集体主义价

值的上升。第一人称词汇不属于道德观，而是更广

义的价值观的范畴。那么，疫情又会对个体的道德

观产生何种影响？根据上述已有研究，可以预测，

新冠肺炎这一流行病可能会使人们对群体性道德

标准的看重程度上升。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较为

敏感，具有超前性和先导性。因此，本研究对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前、中、后多个时间点的大学生道德

观数据进行比较，探索疫情期间大学生道德观的变

化趋势，以期了解公共卫生事件（尤其是流行性传

染病）发生时大学生的道德观变迁规律，为重大事

件期间的道德观引导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 1329名高校大学生。根据数据采

集时间的不同，本研究对象共分 4个批次（构成见

表 1）。A批次为疫情暴发前的数据，采集于无全国

性疫情产生的 2017年 11—12月, 该批次的部分数

据来自于已发表文章[11]。B批次为疫情期间的数

据，采集于疫情暴发期的 2020年 2—4月，由于研究

对象所在各高校均未要求返校，所有研究对象均为

居家隔离状态。3月 18日全国首次无新增本土确

诊病例，3月 25日湖北省解除离鄂管控后，全国所

有省市均已解除管控。为了进一步了解疫情暴发

过程中大学生道德观的变化趋势，将 3月 8日以前

的疫情期间数据定为 B1批次，4月 22日以后收集

的数据定为 B2批次。C批次为疫情暴发后数据，

采集于 2020年 7月，距国内疫情基本控制已 3个月

左右的时间，民众已基本恢复疫情前的正常学习与

生活状态。

1.2 材料

道德基准问卷：采用道德基准问卷（MFQ30）中

文版[12]。该问卷共 32个项目（其中 2项为测谎项

目），6点计分（0到 5；0代表“毫不相关”或“非常不

同意”，5代表“绝对相关”或“非常同意”）。30个正

式项目中，每 6项对应一种道德基准，每个基准的

平均分越高，代表个体越看重该基准。根据 2个测

图1 2020年1—4月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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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项目对问卷进行筛选，评定“某人是否擅长数学”

项目与道德判断“比较相关”（3分）及以上，以及评

定“为善好于作恶”项目“略微不同意”（2分）及以

下的问卷为无效问卷，4个批次分别剔除无效问卷

112份、21份、34份和 66份。5种基准的 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 0.47，0.55，0.62，0.62，0.57。本研究

中 5种道德基础的α系数与普通量表相比较低，但

与之前的研究一致。Wang等[12]中使用了该量表的

中文版，5种道德基础的 α系数分别为 0.43、0.64、
0.60、0.55、0.51。Graham等[13]认为，尽管该问卷 α
系数比其他量表低，但依然可以接受，因为量表的

目标是通过 2类不同的项目方式（相关性评定和同

意度评定），用少量的项目来衡量广泛的道德关注

范围。

1.3 程序

3个批次均利用“问卷星”平台和“腾讯问卷”

平台，通过在线问卷方式收集数据。2个平台除研

究者建立在线问卷的过程略有差异外，研究对象回

答问卷的界面无明显差别。

2 结果

对疫情期间采集的B1和B2 2个批次进行 t检

验，结果发现，5种道德基础评分均无显著差异。

因此在后续数据分析中，将B1和B2 2个批次数据

合并为 B批次。A、B、C 3个批次研究对象的道德

基础重视程度评分变化趋势见图 2。对不同性别

的结果进行 t检验，结果发现，男性的忠诚道德基础

得分显著高于女性，t(1327)=2.85，P<0.01；其他 4种
道德基础得分均无显著性别差异。

以性别为协变量，数据采集批次为自变量，道

德基础问卷评分为因变量，利用 SPSS进行方差分

析检验，结果显示（表 2），疫情暴发前、疫情期间、

疫情暴发后等 3个批次的 5种道德基础得分、个体

性道德基础得分（关爱、公正道德基础的平均分）和

群体性道德基础得分（忠诚、权威、圣洁道德基础的

平均分）均存在显著差异。LSD事后检验表明，疫

表1 研究对象构成

批次

A疫情暴发前

B疫情期间

B1
B2

C疫情暴发后

采集时间

2017年11月26日—12月7日
2020年2月29日—4月30日
2020年2月29日—3月8日
2020年4月22—30日
2020年7月14—16日

总人数

693
291
118
173
345

男性

192
91
39
52
76

女性

501
200
79
121
269

图2 各批次大学生的5种道德基础重视程度评分

表2 描述统计、方差分析及事后检验结果

道德基础

关爱

公正

忠诚

权威

圣洁

个体性

群体性

A疫情暴发前

3.01(0.68)
2.96(0.75)
2.99(0.76)
2.64(0.76)
2.66(0.73)
2.98(0.65)
2.76(0.64)

B疫情期间

3.13(0.64)
3.19(0.62)
3.12(0.67)
2.76(0.73)
2.96(0.71)
3.16(0.55)
2.95(0.60)

C疫情暴发后

3.13(0.67)
3.32(0.66)
3.07(0.69)
2.86(0.73)
2.93(0.72)
3.23(0.61)
2.95(0.63)

F

5.66**
33.81***
3.71*
10.89***
25.81***
20.78***
14.86***

B-A
0.12*
0.23***
0.13*
0.12*
0.30***
0.17***
0.18***

C-A
0.13**
0.37***
0.09
0.23***
0.27***
0.25***
0.19***

C-B
0.01
0.14*
-0.04
0.11
-0.03
0.07
0.01

注：*，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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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期间大学生的 5种道德基础评分均显著高于疫

情暴发前；除忠诚外，疫情暴发后的其他 4种道德

基础评分均显著高于疫情暴发前；疫情暴发后的公

正评分显著高于疫情期间，疫情暴发后与疫情期间

的其他4种道德基础评分无显著差异。

3 讨论

3.1 大学生疫情暴发前后的道德观变化趋势

本研究比较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疫情期间

和疫情暴发后的大学生道德基础问卷数据，结果发

现：在疫情期间，大学生对 2种个体性道德基础和 3
种群体性道德基础的重视程度均较疫情暴发前有

明显上升。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大学生对忠诚

的重视程度略有回落，但未回落至疫情暴发前的水

平；对公正的重视程度则继续上升。

3.2 疫情暴发前后大学生道德观的变化可能与病

菌威胁有关

疫情期间大学生道德观的变化可能是受到诸

多因素的影响所致。其中，疫情所导致的病菌威胁

可能是重要的原因。Schaller等[14]认为，病菌和寄

生虫对人类的生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选择压力。

除了生理免疫系统，病菌威胁还导致了“行为免疫

系统”（the behavioral immune system）的进化。人

类会采用很多行为策略来降低感染风险，如避免接

触散发臭味的物体、避免与外貌异常的人交往等。

这种包含了认知（对疾病线索的感知）、情绪（厌

恶）、行为（回避）等诸多反应的策略集合就是行为

免疫系统[15]。群体性道德基础与抵御病菌威胁关

系更为密切。有研究发现疾病威胁会导致更保守

的性态度[16]、独裁主义[17]。病菌回避倾向还与保守

主义政治倾向相关[18]，而保守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

更看重群体性道德[19]。还有研究发现，地区病原体

流行率可以预测该地区人们对群体性道德基础的

看重程度[20]和该地区的集体主义文化指标[21]。

本研究中，疫情期间大学生对群体性道德基础

重视程度明显高于疫情暴发前，这一结果符合“病

菌威胁说”。当疫情来临时，对群体性道德的重视

有助于降低感染风险：重视忠诚，个体就会进一步

强化内群体与外群体的界限，减少与外群体成员的

社会交往，甚至出现外群体偏见。比如疫情在中国

暴发后，湖北省（尤其是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市）市民

在很多地方遭遇冷遇甚至歧视，很多中国留学生在

国外也遭受类似的待遇。重视权威，会使个体更加

认可等级社会，服从上级命令，遵从传统规范和权

威。在中国，全民戴口罩和居家隔离，“钟南山说动

才动”这句话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而在更为看重

个体性道德基础的西方国家，疫情尚未来临时，不

少人误以为中国民众的戴口罩和居家隔离是威权

主义政治下的不得已选择，但当疫情在这些西方国

家暴发时，大量民众也开始戴口罩、居家隔离，这就

是权威道德上升的体现。由结果可见，相对于忠诚

和权威，圣洁道德基础的上升幅度更大，这可能是

由于圣洁与厌恶情绪紧密相关，而厌恶作为行为免

疫系统的主要成分，能够促使个体远离可能的传染

源，避免从事一些可能导致感染的行为。

从整体来看，本研究疫情暴发后的个体性道德

和群体性道德评分与疫情期间无显著差异，且疫情

期间的B1批次和B2批次结果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在疫情暴发后数据采集时，研究对象需要对当前国

内疫情状况与自己的相关程度进行评定（1~5分别

表示毫不相关、有点相关、中等相关、非常相关、绝

对相关），5个等级的人数比例分别为 0%、8%、

30%、39%和 15%。可见，尽管疫情已经基本得到

控制数月时间，但大学生依然感受到较高的疫情威

胁。因此，疫情前后大学生道德观的变化可能并非

随着疫情的变化而即时发生变化的短期效应。

本研究中大学生对个体性道德基础的重视程

度也在疫情暴发后有明显上升。这似乎与“病菌威

胁说”不太一致。但也有研究发现，个体的病菌厌

恶可以预测其对道德违规的敏感程度，包括个体性

道德领域和群体性道德领域的道德违规[22]。

3.3 大学生道德观变化的其他可能原因

除了“病菌威胁说”，还有其他的因素可能在本

研究的大学生道德观变化中共同发挥作用。首先，

正如引言所提到的，从长期来看，中国人的价值观

正表现出个人主义上升、集体主义下降的趋势。本

研究中疫情暴发前和疫情期间数据采集时间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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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年多，且时间相隔较近的疫情期间和疫情暴发

后数据并无太大变化，因此，本研究中的个体性道

德重视程度上升可能是时间效应与病菌威胁共同

导致的。未来需要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进一步追

踪大学生的道德观状况，同时借助实验法操纵病菌

威胁，以分离时间效应与病菌威胁的作用，并排除

其他无关变量的干扰。

其次，青年大学生在疫情期间接触了大量的信

息，尤其是新媒体信息[23]，其中很多信息都可能会

诱发大学生对于道德的关注。例如，众多的感染者

可能会触发大学生对关爱道德的关注；“李文亮事

件”可能会触发对公正的关注；疫情期间西方国家

对中国的偏见与歧视、中国抗疫的成效等可能会引

发忠诚、爱国、奉献等道德感的上升；党和政府以及

医学专家在疫情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可能会触发对

服从权威的关注；而病毒本身则会诱发对圣洁的关

注。大学生在疫情暴发后比疫情期间更加看重公

正，同样可能是受到 2020年 6—7月持续曝光的多

起“高考伪造身份事件”等社会热点事件的影响。

未来可以进一步考察媒体信息对道德观的影响。

4 结论

采用道德基础问卷，测量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前、暴发期间和暴发后 3个时间段大学生对关爱、

公正等个体性道德基础以及忠诚、权威、圣洁等群

体性道德基础的看重程度，以期了解疫情期间大学

生道德观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疫情暴发期

间和暴发后，大学生对个体性道德基础和群体性道

德基础的看重程度均较疫情暴发前有所上升。疫

情暴发期间和疫情暴发后大学生对个体性道德基

础和群体性道德基础的看重程度大体相当。究其

原因，大学生道德观的变化可能是由于病菌威胁激

活了行为免疫系统所致。同时，时间因素和媒体信

息可能也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未来研究可进

一步采用控制更为严格的实验法，来确定病菌威胁

与大学生道德观变化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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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moral valu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COVID-19

AbstractAbstract Moral foundation theory deemes that human groups have constructed moral virtues, narratives and institutions based
on at least five innat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care, fairness, loyalty, authority and sanctity. Moral values are reflected in the
degree of endorsement of each moral found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in China, to examine the changing trend of
college students' moral values, the study used a moral foundations questionnaire to survey two groups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before (November 26-December 7, 2017), during (February 29-April 30, 2020) and after the COVID-19 outbreak (July 14-16,
2020).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llege students attached more importance to both individual foundations (care and fairness) and
collective foundations (loyalty, authority and sanctity) after the COVID-19 outbreak than before. When the epidemic was
basically under control, the college students’overall endorsement of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foundations did not immediately
fall or rise significantly.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compared with 2017, college students' endorsement of moral foundations had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the reasons behind it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KeywordsKeywords COVID-19; moral foundations; moral values; pathogen thre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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